
近现代时期“观物取象”内涵之转折
王怀义

内容提要 《周易》“观物取象”被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予以研究，是近现代
以来西方美学进入中国，杭辛斋、王国维、郭沫若、马一浮、宗白华等学者为解决时
代问题而重新阐释以确立中国艺术独特性的结果。 “观”被对译为西方现代美学中的
“直观”，并与二三十年代新人生观讨论合流而具有伦理内涵，其宗教性置换为个体的
情感性; “物”由神物、万物置换为无机物，成为与神、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自然存
在; “象”由易象转化为意象，成为独特的美学概念。考察 《周易》“观物取象”内涵
在近现代时期的变化历程，对当下新时代中华美学精神之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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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摆脱神秘主义: “观物取象”
内涵重释的总趋向

近现代时期，“观物取象”内涵的转折首先是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 《周易》
研究的变化而发生的。晚清以来，西方近现代科
学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等哲学思潮相继涌入
中国，传统的易学研究也发生了巨变。方东美将
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概括为 “事实陈述性之解
释”、“自然科学性之解释”和“人文主义之解释”
等三种类型①。这些研究的总趋向，是以现代思想
剔除《周易》固有的巫术神话等宗教因素，“观象
制器”“制器尚象”等观念也随之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助推了“观物取象”从宗教向审美的转换。
现代考据派学者，对作为宗教文本的 《周易》

基本持否定态度: 一方面，他们指出 《周易》文
本中有宗教、巫术等内容，主张将之全部排除，
为此他们将《周易》记载的上古事件历史化、现
实化;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考据、训诂等证明
《周易》的“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等核心观念
不过是汉晋儒士的伪造，进而以此为理由指出其

价值不大、可以抛弃。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了
当时自西方传入的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以及
乾嘉学派的训诂学、考据学等，他们的解释对传
统易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郭沫若将 《周易》称

为“一座神秘的殿堂”，是 “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
尸骸”和“上帝的骗局”②。李镜池则将 《周易》
看作是一部占卜的书，不仅出现时代很晚，而且

布满了迷信的思想，“只反映出文化粗浅的初民时
代的社会情况，并无高深的道理存乎其中”③。顾
颉刚从不同角度剥离 “观象制器”背后的神话因
素，将之现实化、客观化，证明 《周易》“观物取
象”等思想，都是汉晋之际的儒家学者的伪造，
是不值得重视的④。顾颉刚的立论基础很不可靠，
正像胡适指出的，《史记》 《世本》不引用这个故
事，不代表其产生就比这些著作晚⑤。牟宗三也对
顾颉刚的结论提出了质疑⑥。近年来的出土文物如
帛书本《周易》等，已证明顾颉刚等人的观点是
错误的。即使如此，“观物取象”的宗教内涵仍急
剧流失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实际已从将易
学尊为经学的一端走到以贬低 《周易》为能事，
以否定《周易》为目的来治易的另一端”，带有鲜
明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⑦。
科学派易学研究中，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

当数与严复、夏曾佑等一起创办 《国闻报》、宣传
维新变法的杭辛斋 ( 1869—1924 ) 。钱基博称其易
学研究 “异军突起，足为 《易》学辟一新途
者”⑧。杭辛斋一方面用化学、物理学、机械制造
等新的时代内容解释 《周易》，同时又能将 《周
易》置于其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加以理解，保留了
《周易》作为宗教文本的合理性因素。他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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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安 《自西徂东》一书将画卦之伏羲解读为巴
比伦古代巨王 “福巨”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和冷
静分析。杭辛斋认为，《周易》“观物取象”“制器
尚象”之精神是当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
键思想，应继承、发扬和拓展。他将汽车与坎离
二卦象进行比较，认为 “近日汽车之象，可谓形
容酷肖”，近人忽略《周易》 “制器尚象”之传统
而专注义理，“讲《易》者悉尚虚词”而不能与时
代具体器用有所助益，甚为可惜⑨。同时他还对
“观物取象” “制器尚象”之思想基础，即 《易》
“观”卦提出的“观天之神道”“以神道设教”和
《周易·系辞》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知鬼神
之情状”等描述，进行了新的解释，提出 “能通
乎正大之状者，则知鬼神之情状”的观点⑩。杭辛
斋的解释辩证、中正，将之赋予推动时代进步、
滋衍文明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对 《周易》
精神的发扬。与杭辛斋一样，熊十力也曾指出借
用科学知识对阐发易理、彰显圣人智慧的重要
性瑏瑡。相比于考据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接受了
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和知识的学者，则将 《周易》
提出的阴阳概念、卦象符号和其概括的天地万物
运行之规律，与现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
学和新兴的量子力学、计算机技术、相对论等联
系起来，比较它们之间的相同、相通之处，从而
证明古代中国的文化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为确

立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基础，“观物取象”的
内涵由此被现代化和科学化了。薛学潜根据 《周
易》六十四卦秩序方阵与现代原子、元素序列，
编订了“易经方阵核外电子量子系统组态”，提出
“宗国文明，导源自《易》，《易》之垂教，总摄道
器。道器也者，近人谓之哲学与科学”瑏瑢的观点。
薛学潜高度强调 《周易》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渊
源性和基础性地位; 对于 《周易》所记 “怪力神
变”的内容，他的态度是 “今非目验，则勿说”，
不批判，不附会，保持谨慎的科学态度。刘子华
1940 年在法国完成的博士论文，将 《周易》与天
文学结合起来，成功预测到太阳系存在的第十颗

恒星。他这样解释 “观物取象”: “卦之由来，乃
本诸观察与经验，并非凭空妄想而得也。”瑏瑣杭、
薛、刘等人对 《周易》的科学化阐释，突出了其
在古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义理派学者在剔除 《周易》的宗教性因素方

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他们将 《周易》作为纯粹的
哲学著作加以研究，力求以之为思想基础建构一

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新哲学体系。康有为、严复
以乌托邦和进化论思想阐释 《周易》，是较早、较
有代表性的做法。因此，“道”论在这些体系性哲
学思想建设中占据核心位置，而 “观物取象”的
哲学价值未受到足够重视，而认识到 《周易》宗
教属性的学者，对之也同样秉持否定态度。如，
方东美将《周易》纳入 “原始儒家”之 “神秘宗
教”阶段，认为其并无高深的哲理，今人认为其
中蕴含丰富的哲理，是由于时代变化、语义转换
造成的瑏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在讨论艺术审
美问题时，“观物取象”却从边缘转移到中心，被
认为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基本思维方式，进而集

体推动了“观物取象”从宗教向审美的转化，确
立了它在古代中国艺术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二 宗教与自然: “物”内涵的二重性

近现代以来， “物”的阐释沿着两个方向展
开: 其一，在晚清工具论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下，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迅速扩张，人们开始
对世界做唯物的解释，神话世界观衰落，“物”转
变为纯粹的无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谓鬼神”的原
始观念彻底瓦解， “物”的内涵从多元向一元转
化; 其二，随着国外考古学、民俗学的进入和甲
骨等新材料的发现，罗振玉、王国维、傅斯年等
涉足这一领域，“物”的原初含义随之被阐明、发
掘，反比此前久已淹没的状态更为显明，为我们

认识《周易》“观物取象”的原初内涵提供了扎实
可靠的文献、文字证据。王国维等人围绕许慎
《说文解字》对 “物”的内涵的解释提出不同看
法，将“物”之所指与宗教祭祀、神物崇拜之观
念结合起来，明确了 “物”作为宗教祭祀之神物
的原初内涵，恢复了 “物”的本义。然而，在时
代大潮的影响下，“物”的原初内涵仅在学科体系
内部达成共识，而未能成为时代思潮的组成部分。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王国维最早重新探讨了

“物”的内涵。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的 “十牛”
“十勿牛”提出解释，认为这种说法 “即物牛之省
说”。王国维所引《诗·小雅·无羊》句，后代注
疏经传多将之解释为 “种类”瑏瑥。王国维以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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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释 “万有不齐之庶物”固有其渊源，但他在
批评许慎“迂曲”的同时，亦缺乏对 “物”的内
涵进行更多考证。傅斯年、章炳麟则借助当时兴
起的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对 “物”
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傅斯年首先指出，“所谓
物者，汉魏训诂家多以之训事，然此等泛训，当

是后起之义，最早亦无如此之普名”; 继而肯定了
王国维对 “物”的解释，认为其解释 “当是物之
本义，或至少于物之本义接近”瑏瑦。傅斯年进一步
指出: “以色论者，乃正是礼说上物之主要意义”，
“物者，可谓国色之奇象，后世以五色配五帝德，
盖起所由来者远矣。且此之所谓色，不仅以自然
物为限，且标识于器品之上”瑏瑧。他结合 《左传·
宣公三年》“铸鼎象物”、《定公十年》“叔孙氏之
甲有物”、 《国语·楚语下》 “民以物享”、 《诗
经·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等，指出 “物
为图腾标识，更显而易见”， “盖物者，社会组织
宗教信仰之所系，故如此重言之。若后来以物训
事之抽象义释之，直同废话耳。然则 《易》象以
乾为物、 《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以 ‘物谓鬼
神’，皆引申有自。既知物之始义，则此等故训，
初见若不可通，细思乃觉其当然矣”瑏瑨。傅斯年结
合《左传》等文献与甲骨文字互相印证，点明
“物”之“始义”，比王国维的解释更全面、显豁。
章炳麟精通文史哲，朴学功夫深厚，又具有时代

意识，因而他对 “物”之内涵的阐释带有融合中
西的特点。其《说物》一文亦对许慎的解释提出
了批评，认为“古文言物者，非斥万物”，进而指
出“物”的七种含义。除了包括王国维和傅斯年
的解释外，他尤其强调了 “物”的宗教内涵: “诸
诡谲异状者通曰物。夏之方有德也，铸鼎象物。
物者，罔两魑魅。 《春官》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魅。
太史公曰: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是
也。”瑏瑩在前后时期，受到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对中国
宗教研究的影响， “物谓鬼神”之义的解释在李
济、孙作云的论著中也都出现过瑐瑠。杭辛斋借助道
教文献，释《周易·系辞》 “精气为物”之 “物”
云: “‘精气为物’者神，其道所谓‘神仙’是也;
‘游魂为变’者鬼，其道所谓‘尸彭’是也。”瑐瑡

王国维等人发掘 “物”之原始含义，矫正了
传统训诂学解释的偏颇。某种程度上说，傅斯年、
章炳麟等对 “物”之原初内涵的发覆、解说，仍

然是在西学的引进、启发之下实现的。只不过，
在西学流行的近现代时期，神话世界观已不是人

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基本方式，傅斯年等人对

“物”之原初内涵的解释无法获得更广阔、深远的
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反而随着 “物”的另一内
涵的出现而很快湮没了。在当时语境中，一批接
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学者，他们对 《周易》《左
传》等古代哲学典籍中 “物”之含义的解释，抽
离了“物”的宗教内涵， “物”成为具体的 “东
西”，是自然物的统称，古代中国 “万物一体”的
思想随之受到了质疑、走向了瓦解。1923 年引发
“科玄论战”的丁文江，将这种 “天地与我为一”
的“神秘经验”称为“玄学鬼”，追求精神超越的
人被他看成是“玄学鬼附身”。这场持续十余年的
思想讨论使 “物”脱去了神学外衣而被还原为自
然界、“无机物”和没有生命的存在。
张岱年 1933 年的短文 《辟 “万物一体”》是

这种阐释方式的代表。文章指出 “万物一体”思
想，“虽不无可取，虽也颇可赞美，却难认作最高
的理想生活”，而且万物 “冥顽不灵”，并不能真
正与“我”合为一体， “万物一体”只是 “我”
的幻觉所致，因而这种 “神秘境界并未有了不得
的价值”，“对于某一些物，我们更不应当思之为
一体，而应与之斗争，企图克服之、否定之”瑐瑢。
张岱年晚年所著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一书专列“物”条，仍对“物”做了单一化解释: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 ‘物’，主要指具体的实物
而言，亦即个体的实物”; 《周易》中 “有天地，
然后生万物”中的 “万物”， “都是指具体的实
物”瑐瑣。张岱年的解释在前后时期的知识界有其代
表性，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解释转移到对

人本身的讨论上，这正与 “科玄论战”时期对人
生观问题的讨论相一致: 人们借用自然科学知识

对“物”进行的解释，成为新人生观之建立的基
础，由此形成一种“新的自然概念” ( 即“物”的
概念) 瑐瑤。在此背景下， “物”及其内含之 “道”，
不再为人类活动提供天理依据和合法性，“观物取
象”也不再具有神圣的宗教内涵，而只能被现实
化、单一化。
张岱年等人的观点带有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

思维特点，迥异于古代中国 “万物一体”的思想。
方东美指出: “西方思想，不论哪一学派，往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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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恶性二分法’，把很多事物放在水火不容的
两极对立中，因此整个宇宙仿佛一个战场，很多

现象在其中，纷争不已”瑐瑥 ; 由此造成自然与超自
然、自然与人、人与自身等关系的曲解和撕裂。
当然，“物”的宗教内涵的脱落和转化，并非仅是
外部世界和哲学观念推进使然，在古代中国哲学

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物”也在不断脱离其宗教属
性而被抽象化为“道”或“天理”，这为近现代时
期人们借用科学知识解释 “物”而建立新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预先铺设了道路。蒋维乔等人于 1934
年印行的 《中国哲学史纲要》就将宋明理学和心
学的哲学思想命名为“理性主义哲学派”，认为它
是“我国哲学最繁茂的一枝”，将其基本思想概括
为“理外无物，物外无理”瑐瑦 ; 胡适则认为宋儒之
格物说，“算是寻得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方法论”瑐瑧。
冯友兰借荀子、公孙龙等人对 “物”的解释，说
古人的“物”可指“道及阴阳”，也可指“一切底
有”，他对“物”的使用“皆用其字之狭义，即专
指普通所谓东西”瑐瑨。即使在 《周易》文本内部和
诸子著作中，“自然物”是其基本内涵之一。在朱
熹、程氏兄弟、邵雍等人的著作中，“物”已更多
作为自然概念加以使用，但与其原初观念之间不

存在冲突，人们仍认为 “体物”是 “得道”之基
础，“道”“物”合体而不可分，人不能 “离物求
道”; “物”不是 “秽恶可厌”之 “物”，不需要
斗争之、克服之、否定之。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类
似于现象学倡导的 “回到事实本身”的思路。宋
明理学和心学对 “格物”问题的讨论，将 “物”
包含的内容从宗教和自然转移到道德伦理制度，

他们“对‘物’的不同解释实际上体现了道德理
解的变化，即从礼乐论向宇宙论或本性论转变”瑐瑩。
邵雍等人对“物”的伦理化和宇宙化解释，有消
解其宗教内涵的作用，但独立于世界之外的 “天
理”仍有至上神崇拜的色彩。
同时还应看到，与 “物”之宗教内涵消退过

程并行的，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儒家世界观的 “去
宗教化”过程，即 “近代儒教从国家宗教解体为
非宗教的过程”瑑瑠。儒家世界观的去宗教化过程，
也是一个“打倒旧神，建立新神”的过程，这也
是“观物取象”去宗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被钱
穆、汪晖等人认为是现代中国思想起源的关键过
程瑑瑡。神话世界观的崩溃，改变了物我之间的关

系，带来二者间相亲相依的平等和谐关系。人们
虽也认为“物”有其自身的神性，但这种神性是
内含于“物”自身的，由其本身和谐的秩序结构
产生瑑瑢。主体所 “观”之 “物”的变化，要求
“观”的性质、方式、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 伦理、哲学与审美: “观”内涵的转化

与“物”内涵的转折基本一致，“观”也经历
了从宗教向审美转化的过程，最终为 “观物取象”
从宗教向审美转化奠定了思维基础和思想基础。
近现代时期，人们对 “观”的内涵进行了重新阐
释，大体可分伦理、哲学和审美三种面向。实际
上，“观”内涵转化的可能性早已蕴含在其本身的
多重内涵之中。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 “观”
既可以指主体以视觉和身体为中心的观看和体察

行为，又可以指从这种行为转化而来的对精神世

界的反省行为，视觉性的主体行动由此转化为精

神性的思想行动。这为西方哲学美学中的 “人生
观”“审美直观”等思想的顺利进入奠定了基础。
首先较为显著的是，1923 年开始的科玄论战

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最先波及到人们对 “观”的
讨论， “人生观”之 “观”与 “观物取象”之
“观”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就伦理而论，人们将
《周易》“观物取象”之 “观”作为修身律己的基
本前提加以看待，每一个人都是 “观”的主体，
世界、他人和自己的人生，都是 “观”的对象。
胡朴安《周易人生论》这样解释 “观”: “修养的
境地，必于观证之。”具体言之， “我”之修养在
“观人”与“观己”的过程中完善，“用九种方法
以观人，必我自己一生之行为一出于正，毫无过

处。必先观己，始能观人。本己以观人，则人一
生之行为毫无隐行”瑑瑣。在胡朴安的解释中，《周
易》之“观”的宗教属性发生了转移: “观”的主
体从“大人” “圣人”置换为每一个个体， “小
人” “君子”都可成为 “观”的主体，而 “观”
的对象也从祭祀仪式转化为他人和自我的言行和

生活，古人“以神道设教”、政教一体的施政方式
转化为纯粹的政治施行之策，“观”的内涵的重点
落实在主体的现实行动之上，进而被伦理化了。
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指出: “中
国传统伦理的根基在承认自然之条理，即具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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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变动是有条有理展现为序列的，中国人的道

德根基即是在此。”瑑瑤在 《周易》中， “自然之条
理”本是“观”的对象、 “取”的结果和 “象”
的目的，牟宗三则将之道德化和伦理化，认为这

是人生的 “道德根基”。胡朴安、牟宗三等人对
“观”的解释与“科玄论战”对人生观的重视和讨
论异曲同工，丰富了“观”的伦理内涵。
实际上，《周易》 “观物”思想早已被宋明理

学赋予了新内涵，其宗教内涵在此时即已脱落，

被发展成为一种认识世界、解决物我关系的思想
方法，因而可以向专门的哲学和美学转化。受宋
明理学尤其是邵雍 “观物”思想的影响，近现代
时期的哲学建构亦充分注意到 “观”的重要性。
冯友兰的 《新理学》 ( 1938 ) 借用邵雍 “观物”
思想述说“观”之哲学价值: “哲学对于其所讲之
真际，不用之而只观之。就其只观而不用说，哲
学可以说是无用。如其无用，亦是无用之用。
‘观’之一字，我们得之邵康节。”瑑瑥冯友兰又借用
程颢的“静观”思想补充了邵雍的 “心观”思想:
“心观”是主体 “观”之依据， “静观”是主体
“观”之态度，两者相辅相成; 对于 “真际”的
“理智底了解”和 “同情底了解”，是主体 “讲人
道”而 “入圣域”的基础; 在 “心观”的同时，
主体还可以对 “物”进行 “心赏”或 “心玩”瑑瑦，
这就将作为哲学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的 “观”转
化为作为审美思维方式的艺术欣赏了。同样，马
一浮的“观象”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马一
浮融合《周易》“观物”思想、佛学、宋明理学和
心学形成了“观象即观心”的思想，带有将 “观”
转向审美领域的深厚潜质，也是 “观”的内涵从
宗教向伦理、再从伦理向审美之转化的中间形态。
马一浮明确将易学思想生活化，用以指导人们的

日常生活实践，破除了 《周易》的神秘内涵和观
念。他认为“物”是 “心”的产物，是人心念作
执而造成的，因而 “观物”由此产生一切执念，
“观物”即是“观心”。正因如此，“心本无常，物
亦不住”，人心万念所生、不断变异，由此形成易
道之变; 如果主体能遍照诸缘而不从缘有，即能

灵光独照，显现本心， “物去仍存，是名不易”。
“易道”所谓“易”与 “不易”，由此被作者置换
为人心之变与不变; 如果主体能忘却诸缘，就能

如如不动而显现万物，就能达到 “不易”之境界:

“实则观象，即是观心。天地万物之象，即汝心之
象也。道即汝道，物即汝物，动即汝动。若离汝
心而别有卦爻，此卦爻者有何用处”瑑瑧; “物之象即
心之象也”瑑瑨。马一浮对 “观”所做的生活化阐释
也是一种人生观的建构; 他对 “易”与 “缘境”、
“不易”与 “离境”等概念或人生之状态的阐释，
有利于人们平息内心的欲望从躁动不安走向宁静

和谐，建设一种审美化的人生观。这也是宗白华
“求得宇宙观，以解万象变化之因，立一人生观”瑑瑩

的做法。
在审美领域，王国维、宗白华等人对 “观”

的现代阐释影响甚大: “观”被置换为西方现代美
学中的“直观”，“观”的宗教性、神圣性和永恒
性由此被置换为个体的生活性、情感性和瞬间性，
艺术与“神道”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了，艺术欣赏
与审美创造成为超越现实的情感的产物。这与
“物”被置换为无机物，成为与神、人在性质上根
本不同的自然物的整体趋向是一致的。王国维用
“观”这一中国本土的古老概念解释西语中的
“Intuition”，提出“观物” “观我”之观念，将诗
词意境分为 “隔”与 “不隔”两种形态，将
“观”彻底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王国维对
“观”的使用，看起来依据的是邵雍的思想，但其
根本则是西方现代美学中的 “直观”。朱光潜所使
用的“观照”及其对王国维 “观物”理论的批评
和重新阐释瑒瑠，助推了 “观”之内涵的转化进程。
在王国维早期哲学论著中， “观”都是核心概念，
其思想基础是叔本华美学中的 “直观”。他在 《论
新学语之输入》《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
文中多次讨论这个词，在解释 “Intuition”时指出
“观”可包括听、嗅、尝、触等感觉， “不独目之
所观”，“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
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瑒瑡。王国
维对“观”的视觉因素的强调，与《周易》“俯仰
观察”之 “观”重点在视觉性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同时扩大了 “观”的感性内容。嗣后，王国维
以“观”的这一内涵为核心，对文学创作和欣赏
的本质予以界定。《人间词话》第三则对 “观我”
“观物”观念的辨析更加明晰，“观”的对象的不
同，形成不同的诗境。王国维所谓 “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中的 “物”均指自然物，不包括
“物”的其他含义瑒瑢。这种思路与当时其他学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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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瑒瑣。
宋代理学家邵雍的 “观物”思想为王国维用

“观”来对接中外思想提供了可能。但是，与王国
维将“观”的内涵感觉化、感性化不同，在邵雍
看来，“观物”之本质是从视觉经验到内心反思进
而通达宇宙之道的过程，感觉经验最终被排除在

理性之外， “观物”的本质是 “悟道”; 他所谓
“观”，不是依靠视觉性的感性的 “目”，也不依靠
由生理基础而产生的反思性的 “心”，而是依靠客
观的、亘古存在而永恒运转的 “理”，因此 “观
物”不是 “以目观物”或 “以心观物”，而是
“以理观物”，“观”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不
是具体的以视觉为基础的身体行动。 《皇极经世》
卷十一《观物篇》之六十二: “夫所以谓之观物
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
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瑒瑤这是因为 “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因而“观物”只能是“以理观物”，
其前提条件是“一万物之情”瑒瑥。根据邵雍的论述，
所谓“以物观物”，是指主体在“观”的过程中排
除本身一切我执我念，充分消泯自我而让自我融

入物中 ( “反观”) ，这样才能让 “物”本身显现
自己; 所以，镜子和水虽能 “不隐万物之形”而
“一万物之形”，但不如圣人“一万物之情”。他反
复强调“不我物则能物物” “以万物为万物”，否
则“人智强则物智弱”，主体就会以自我情感遮蔽
物本身的存在瑒瑦 ; 主体只有 “以物喜物，以物悲
物”，才能真正 “通物”。王国维将邵雍的思想艺
术化和审美化，将之转移到对诗词意境类型的讨

论，而他对“以物观物”和“无我之境”的推崇，
与邵雍也是一致的。因此，王国维 “观物”思想
的现代转化拥有双重的思想资源。随着 《人间词
话》的持续传播和不断经典化，其影响日益深远，
“观”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或概念被固定下来了。
宗白华是现代学者中使用 “观物取象”解释

中西方艺术且取得丰硕成果的代表学者。早在
1919 年，宗白华即已将 《周易》的道器思想与康
德形而上学思想进行对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

异瑒瑧。宗白华对 《周易》“观”卦提出的 “以神道
设教”“观物取象”等观念及其与中国艺术的综合
互补而不对立、分裂的关系做了说明，指出了中
国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合体关系这一独特性瑒瑨。宗白
华认为《周易》“观物取象”在两方面影响了中国

艺术: 其一，《周易》提出的宇宙生生不息、变动
不已，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思想，与谢赫提出的

“气韵生动”思想互为表里瑒瑩。 “中国画的主题
‘气韵生动’，就是 ‘生命的节奏’或 ‘有节奏的
生命’。伏羲画八卦，即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
示宇宙万象的变化节奏。”瑓瑠其二，中国画对空间的
全景式描绘和观赏方式，其哲学基础是 “观物取
象”思想: “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 《周易
传》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
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
出来。”瑓瑡在 1928 年左右的笔记中，宗白华重点解
释了《周易》 “鼎”卦和 “革”卦表现出的空间
意识和时间意识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他将 “鼎”
卦定义为“中国空间之象”，把《序卦》中提出的
“正位凝命”“观象取新”思想定义为 “此中国空
间天地定位之意象”瑓瑢。宗白华进而将这种空间意
识运用到对中国画的技法、构图、意境的分析中，
指出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在这些方面的差异。随
后，宗白华进一步明确使用 《周易》 “观物取象”
之命题，将之作为中国哲学和艺术共同的思想基

础和思维方式加以看待: “俯仰往还，远近取与，
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瑓瑣宗白
华将《周易》“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的思想作为
中国艺术境界的 “最后源泉”看待，高度肯定了
《周易》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意境之生成的影响作
用，揭示了“观物取象”与中国艺术精神之间的
内在联系，促成了 “观物取象”从宗教向审美的
转化，影响至今。

四 “象”之别解: 从易象到意象

现代学者对《周易》“象”概念的解释呈现出
泛化的趋势，即将特指的 “易象”泛化为一般意
义上的“意象”，进而使用到对诗词意象等审美问
题的讨论中。这个过程也是 “象”的内涵从宗教
向审美转化的过程。在易学研究内部，人们多将
易象等同于卦象，但是，时代的巨变迫使人们对

易象的阐释发生变化，新兴的事物、事件亦应被
纳入到“象”的范围之内。刘师培在 1905 年出版
的《经学教科书》一书中专门对 “易象”问题进
行解说，他甚至认为 “《周易》一书，本名 《易
象》”，他用汉儒多引用 《易象》的例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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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原来是 《易经》与 《象经》并存，后来
《象经》失传而独留下 《易经》瑓瑤。这种界定实质
上提升了易象对于 《周易》的重要性。当然，刘
师培说的“易象”即指卦象，而卦象又是万物之
象的抽象瑓瑥。卦象是万物之象的总结、抽象，两者
之间的界限无法区分，这为后人将 “易象”转化
为“意象”使用留下了空间。杭辛斋则将西方新
兴的事物、事象引入对 《周易》卦象的讨论，打
破了传统易学将易象局限于卦象的做法，而赋予

易象以新的时代内涵瑓瑦。如，他把西方的蒸汽机汽
车之发明与坎离二卦进行比较，认为 “今日汽车
之象，可谓形容酷肖”，都是“孔子之训”瑓瑧。
就思维方式看，与 《书》 《礼》等相比，《周

易》之“易象”与诗歌之 “意象”有更多的相似
性和相通性。章学诚认为二者思维在 “变”的方
面具有一致性瑓瑨。章学诚首先将“象”分为“自然
之象”和 “人心营构之象”两种。 “人心营构之
象”是“意之所至”的结果，可以“意象”称之，
它以“情之变易”为基础而形成，而 “情之变易”
又源自于“阴阳倚伏”的“人世”，因而它同时是
自然之象的结果。章学诚指出了主体变动不居的
情感通过与外物接触而形成意象的基本过程，厘

清了意象与自然之象和卦象之间的关系。在章学
诚看来，虽然 《易》象包六艺，但易象与 《诗》
的关系更近，就是因为诗歌意象以比兴为基础，

能上下比义、变化无穷而不可思议。章学诚所谓
“《诗》之比兴”是指文学创作中的联类譬喻之思
维，它可以使完全不相关的各种事件、物象连接
成一个完整的抒发情感的对象。但是，以这种方
式创造、营构的意象固然想象诡奇，但带有很强
的修饰性和欺骗性，而易象 “衷之以理”，可有效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区分为“象”从 “易象”
转移到“意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胡适较早明确使用“意象”一词讨论 《周易》

“观物取象”。胡适成书于 1919 年的 《中国哲学史
大纲》有专节讨论 《周易》 “象”的问题。他认
为，意象是事物与观念的综合物，带有生生创化

的特点。胡适将 “象”作为 “一部 《易经》的关
键”，认为“一部《易经》，只是一个 ‘象’字”，
这确实抓住了核心。他利用训诂学的知识，认为
后人使用的 “象”是对 “相”的借用，后来又
“引申为象效之意”: “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之原

本，都叫做‘象’。”瑓瑩这样，“物生而后有象”“象
生而后有物”，仿效之“象”与原本之“物”就从
单向模仿之关系转化为相互模仿之关系。这种相
互模仿之关系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这种仿效与原

本之间的模仿关系不是柏拉图模仿理论中的单向

模仿，而是相互模仿、回环互动，“象”既是模仿
的结果，又是 “物”之产生的本原，不存在模仿
者与被模仿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胡适明确使用
“意象”概念，它不仅指形象，还指 “观念”，这
种代表、内含某种 “观念”的 “意象”带有生长
性，人们以它为基础可以不断创作新的意象，这

是人类器物制度的思想基础瑔瑠。胡适更进一步，将
意象从器物制度过渡到人生道德礼仪的创立，认

为后者 “也都是种种意象上发生出来的”。当然，
胡适的 “意象”概念还不是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审
美意象。
实际上，明确将 “意象”一词引入诗学和审

美领域讨论相关问题且取得较大成就的，应是朱

光潜。但朱光潜借助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克罗齐等
人的西方现代美学，与 《周易》易象论思想差距
较大。朱光潜最早使用 “意象”一词可能是在
1924 年发表的《无言之美》一文: “所谓文学，就
是一种以言达意的美术。在文学作品中，言语之
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有尽善

尽美，才能引起美感。”瑔瑡 “言语之先的意象”就是
预先存在于内心的形象，是一种 “心象”。到 30
年代，朱光潜将 “意象”作为核心概念，撰写了
《谈美》 ( 1935) 和 《文艺心理学》 ( 1936 ) 等著
作。朱光潜说: “意象的孤立绝缘是美感经验的特
征。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
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

他忘记时间的飞逝，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瑔瑢这个
思想后来在《诗论》中被进一步系统化。他所说
的“意象”是纯粹直觉的产物，其特征是 “独立
自足”，与其他事物无关。在 《诗论》中，他把
“情趣”与“意象”的契合看成诗的境界形成的基
本条件。朱光潜所使用的 “意象”概念与中国古
典美学中的意象概念在内涵上有诸多重合之处。
新时期以来，朱光潜的著作影响很大，扩大了意

象概念在美学界的使用，使之成为专门的诗学

概念。
此后，人们逐渐忽略了 “意象”概念最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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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哲学的事实，而直接将之作为诗学概念加以

运用。由于二者思维方式和创构方式的一致性，
要准确区分二者却并不容易。这就造成将哲学、
诗学的不同内涵同时纳入意象概念的情况。对二
者进行明确区分且有系统论述的，是钱锺书。他
不认同章学诚所认为的二者 “尤为表里”的观点，
认为“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也”。他认为作
为哲学的意象，以譬喻的方式说理陈义，研几探

微，由此形成意象; 然而，人们一旦获得 “理”，
就会“舍象也可”。而 “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
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而成言; 舍象忘言，
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瑔瑣。
钱锺书认为，哲学意象为了表达哲理，象与意之

间不需要完全契合，因而象的改变并不影响意的

传达。但是，诗歌意象的意与象之间须完全符合，
不能有丝毫分离，一旦改变了象，则象中之意也

就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诗也就成为别的诗或者非

诗。因此，说理可以“一意数喻”，但诗歌意象却
只能一象一意。钱锺书坚决反对那种以诗歌意象
体悟形上哲理的做法，反对对诗歌意象做多义的

解读从而牵强附会、远离诗歌本意。除钱锺书外，
汪裕雄《意象探源》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
更为细致的历史探析和分析瑔瑤，《周易》象观从宗
教向哲学再向审美转换的历史脉络呈现得更为

清晰。

结语: 观念重释、思想突破与时代中国

随着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科学主义、实证主
义的涌入，“观物取象”的宗教内涵逐渐脱落而被
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这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和艺

术在近现代发生突变的重要表征之一。当下人们
仍继续借助新的理论和视角，对 “观物取象”展
开研究瑔瑥。这些论著延续的是王国维、宗白华、马
一浮等人的思路，而在揭示 “观物取象”与中国
艺术特质之形成方面，均没有达到宗白华等人的

高度，这方面工作尚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在文艺审美领域，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态度:

其一，认为以这种方式重建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遗产，实现其现代化，与西方学术进行对话、交
流，并为时代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具有积极

的意义和价值; 其二，认为这种做法会以西方的

体系化观念和概念对中国固有的知识谱系造成割

裂，从而走向其反面。正像张汝伦指出的，这一
时期的中国学者不是在正常的、和平的情况下接
触和接受西方艺术观念和理论的瑔瑦。这种历史接受
造成西方理论对中国原有观念的遮蔽。这种做法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需要新时代的学者在时代社

会发展中逐步清理、解决。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实
力的崛起和民族自觉意识的增强，后一种观念和

做法在当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但仅简单复原
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话语谱系，进而把第一种
观念和做法称为“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瑔瑧、“自
我阉割”、“为西方雇主服务”瑔瑨等，恐怕也不可取。
无论何时，社会时代的发展变革，学术思想

的变革和突破都是第一关卡。第一种观念和做法
是时代情势发展变化和学术思想内部更新等因素

所导致的，时代发展首先要求思想突破，王国维、
胡适、郭沫若等对古代思想观念和概念的重新阐
释，就是一种思想突破。当下有些学者积极拥护
陈寅恪、朱自清提出的第二种思路，要求 “还中
国以中国”，但似乎还应思考: “中国”不是静止
的概念或话语，而是由亿万人民构成的活生生的

历史存在和当下存在， “中国”是时代中的 “中
国”，我们所还之“中国”是哪一时代、哪一时期
的“中国”? 当下时代，摆脱百余年来西方话语理
论对中华美学和艺术思想体系的强制阐释，重新

彰显其独特性，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和课题，

我们应对以 “观物取象”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思
想文化和艺术中的基本观念或命题重新发掘，在

回复其原初含义的基础上，为建立新时代中国自

己的话语体系提供参照，重建它们与中华美学精

神和时代审美需求之间的联系，为解决时代发展

问题提供知识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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